
当代疾病史的未来发展，既然是要建立在当下医学热点的基础上，那就一定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

强调内外史的合力。 当下，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公共医疗卫生局面，疾病史研究者应以自己的研究更
好地为现实需求服务，这就离不开与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以外史的视野、理论和方法，结合内史的
专业化，中国疾病史研究才能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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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疾病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与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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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是自始至终伴随人类

文明演进的现象。 人类最初研

究疾病主要是探讨疾病的原因

及防治方法。疾病史的出现，是

对前人应对疾病经验的系统总

结。 20 世纪初的中国，医史学

逐渐发展成医学的一个分支学

科， 疾病史的研究也因此名正

言顺。 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在西方史学界医疗社会史研究

的影响下， 中国的疾病社会史

研究也开始起步 。 以 2003 年

SARS 疫情暴发为节点，中国疾

病史研究方兴未艾。 纵观百余

年来的中国疾病史研究， 现实

导向和社会视野始终如影随

形， 并理应成为其未来发展的

原动力。

提倡现实导向和社

会视野的中国疾病

史研究

近代意义的中国疾病史研

究始于陈邦贤的 《中国医学

史》。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

中国医学通史著作， 设有疾病

史专章，简要讨论了传染病、呼

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肾脏新

陈代谢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

等五大类 35 种疾病的名称、诊

断及治疗的历史演变， 且特别

强调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性 。

1936 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

成立， 疾病史的书写逐渐成为

医史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此

后 60 年，以《中华医史杂志》为

主要平台， 涌现出不少疾病史

研究的成果， 包括基于考古发

现的疾病史研究、 基于经史子

集和古代医书的疾病史研究 、

专病研究， 更涌现出了余云岫

的 《古代疾病名候疏义 》、范行

准的《中国病史新义》等疾病史

系统研究的巨著。 这一时期的

疾病史研究有着鲜明的现实导

向。如疾病史的系统研究，早期

是为解决西医传入后中西疾病

名称的对照问题， 后期是为了

医学教育中学科脉络梳理的需

要。 而专病研究关注近代以来

困扰中国社会的传染病、 寄生

虫病、地方病等群体性疾病，体

现了疾病史为现实服务、 古为

今用的方向。 21 世纪以来，从

SARS 疫情暴发之后的传染病

研究热潮到日益兴起的慢性

疾病研究 ，医史学领域的疾病

史研究仍然秉持着强烈的现

实关怀。

人类的疾病从来不是 “单

纯的自然反应”，疾病的产生有

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文化背

景， 同时也受到社会活动和文

化环境的影响 。 20 世纪下半

叶，“身心分离” 的生物医学模

式暴露了其在医学观和医疗实

践上的不足。 1977 年，美国精

神病学、 内科学教授恩格尔提

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

式， 提倡从关注生理病理变化

扩展到心理和社会层面； 从单

纯的疾病治疗扩展到社会环境

方面的综合治理； 从重治轻防

转向防治并举， 扩大认识疾病

的深度和广度。 西方的疾病史

研究自此开始接纳社会文化史

的加入。

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下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中国港台地

区的医疗社会史兴起， 不仅关

照中国古代的疾病医疗， 并开

始与现代化、帝国主义、殖民主

义等理论相结合。 2003 年，历

史学者余新忠在《历史研究》上

总结了当时中国 “疾病医疗社

会史”的特点，包括传统历史研

究的边缘、港台研究成果占多、

社会史倾向出现和尚未脱离传

统医史学研究范畴等， 同时坚

信疾病医疗社会史的深入 “将

会使人们日渐深切地认识到疾

病与医疗绝非仅仅是自然生理

和科学概念 , 同时也是历史和

社会概念”。 2004 年，医史学者

张大庆指出：“疾病社会史的兴

起， 将疾病与医学视为整个社

会结构整体中的一部分， 将疾

病看作病人-医生-社会反应的

复合体，拓宽了疾病史的视野，

有助于人类更加准确地把握疾

病的社会意义。 且考察特定社

会文化境遇中的疾病问题 ，不

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疾病发

生、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有益于

人们把握疾病与社会制度 、经

济状况、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

的多重关联。 ”显然，站在 21 世

纪初的时间维度， 无论是中国

的历史学界还是医史学界 ，对

于疾病史的社会文化转向有了

共识。

随之而起的便是中国疾病

社会史井喷式发展的十余年 。

总结这一时期疾病社会史研究

的特点 ， 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

一、近代疾病史研究平地而起，

甚至出现通史性专著， 如张大

庆的 《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

（1912—1937）》，而古代疾病史

研究更强调疾病背后的文化因

素；第二、集中研究传染病 ，特

别是烈性传染病 ， 如鼠疫 、霍

乱、天花 、麻风等 ，并出现专门

的传染病研究专著， 如张泰山

的 《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

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

生建设为中心 》；第三 、集中研

究疾病对区域社会的影响和区

域社会的应对，如余新忠的《清

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上述

特征与历史学界社会史和新文

化史发展的内在理路有关 ，与

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史料相对丰

富有关，也积极回应了 2003 年

之后中国社会应对 SARS 疫情

的现实需求———近代以来国家

和社会对于烈性传染病的认

识、应对，成为当代中国疾病史

研究的一大特点。

SARS 之 后 的 焦

点———现代国家的

防疫应对

学者李化成曾指出 ： “当

前， 我国处于公共卫生事业改

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无论在

借鉴或总结西方经验教训方

面， 还是在发掘中国医学的传

统和现代性意义上， 历史学家

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以

研究对象为中心， 以解决问题

为目的，跨学科、多视角地展开

研究， 才是医学社会史的精髓

和希望所在。 ”

2003 年 SARS 疫情爆发之

后， 历史学界开启了自发的近

代烈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 ，问

题意识集中在现代国家防疫体

系的建立。

围绕鼠疫、 霍乱等具体疫

情的防控研究是近十几年来烈

性传染病防治史研究的绝对主

流。 而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口

岸城市则成为近代中国防疫体

系的实验场和展示台。 近十几

年来， 关于近代防疫体系建设

的研究 ，已经由香港 、上海 、广

州、汉口 、天津 、青岛等港口或

口岸城市拓展到北京、南京、苏

州、安庆，甚至重庆、成都、昆明

等西部城市；同时，拓展到这些

城市所辐射的区域，关于东北、

山东、两湖、福建、广西、云南的

防疫研究也开始出现。其中，焦

润明关注宣统年间应对东北鼠

疫的过程中， 从中央到地方组

建各级防疫组织、 颁布防疫法

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

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 、加

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 ，以

及舆论界积极进行防疫宣传 、

民间人士积极筹措防疫款项

等。 这些应对措施有效避免鼠

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并开启

了近代中国的防疫体制。此后，

构成国家防疫体系建设的政府

防疫政策、防疫立法、防疫机构

设置、中西社会团体与防疫、公

共卫生运动、 民众公共卫生意

识的培养等议题， 也被纷纷关

注。 各类研究都从近代防疫的

历史中充分认识到 ，以 “防疫 ”

为契机建立的近代公共卫生体

系， 给中国社会带去深刻而系

统的变革。 同时， 也进一步明

确， 尽管社会力量对疫病防治

的作用不可忽视， 但政府的防

疫行为依然占据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 疾病史研究始

终是一个开放的领域， 跨学科

力量以更为多元的视角关注传

染病与现代国家的关系问题。

历史地理学者李玉尚从自

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角度指出 ，

近代江南的历史是环境、 病原

体与人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的

历史。 在这一过程中,公共卫生

成为国家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

面 ,环境、病原体与人的关系也

因此达成新的平衡。 但由于人

与微生物环境的不断变化 ,危

机始终存在。

社会医学学者甄雪燕汇集

近百年中国传染病流行基本资

料 ,以实证研究指出，传染病严

重破坏中国正常的社会生活秩

序， 对社会造成的冲击甚至超

过了局部战争带来的损失。 在

当代社会， 传染病还能影响国

家安全与经济稳定、 人口流动

以及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形

象。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人口

流动加剧、病毒出现抗药性、生

态环境遭到破坏等社会因素导

致的传染病新形势， 政府应重

视社会因素对传染病流行的决

定性作用 , 明确政府在传染病

防控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在疫情应对方面， 历史学

者崔艳红以危机应对的 4R 模

型 ,即危机减轻 (Reduction)、预

备 (Readiness)、反 应 (Response)

和恢复 (Recovery)考察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港英政府对鼠疫

的应对措施。 梅爽则关注近代

东北鼠疫防疫过程中的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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